
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
华夷交融演进

李 治 安

摘　要：秦汉 “中国一统”，首次以单一式的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及郡

县官僚制管辖编民，将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农耕区整合为一体，为汉唐文明的辉

煌及辐射周边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秩序及演进基础。元明清 “华夷一统”囊括中土和塞

外，形成了华夷多元的复合共同体。先有自元朝肇始的制度、文化、族群复合式的

“华夷混一”，继而是明成祖争夺主导权未果及朝野 “华夷一统”说辞连篇累牍，最后

是清统治者对 “华夷”二字讳莫如深却有了较成熟的 “华夷一统”之实。前所未有的

交融 “混一”，激发了吴澄等有识之士对 “华夷一统”复合式中国的文化认同。由于

元明清 “华夷一统”的演进，复合式共同体的中国由 “小”变 “大”，多民族统一国

家、中华文明结构及传统王朝序列等在新时空格局下皆得到了相应的完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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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

“大一统”是儒家传统话题之一，因关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盛衰发展和疆域幅
员，古今谈论甚多。近年来，学界对秦汉以降 “大一统”及中国发展的讨论较为热

烈，张博泉的 “中华一体”论、姚大力的民族关系及国家认同论说，许倬云对秦汉
至明清诸王朝的剖析，日本学者杉山正明从辽代到元代草原民族的视角诠释 “小”

中国转变为 “巨大”中国等，① 富有新意。笔者认为，秦汉单一模式的 “中国一统”

到元明清复合模式的 “华夷一统”，是两千年 “大一统”交融演进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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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国变为 “大”中国和现代中华民族复合共同体等，皆与此直接关联。兹就秦
汉郡县制 “中国一统”、元 “华夷混一”、明清 “华夷一统”的曲折与发展成熟等，

予以新的探讨。

一、“中国”“华夷”释义与秦汉郡县制 “中国一统”

“中国”“华夏”和 “华夷”概念与本文主旨相关，笔者先辨析界定这些概念，

再来讨论将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农耕区整合为一体的秦汉郡县制 “中国一统”。

（一）释 “中国”“华夏”和 “华夷”

先秦时的 “中国”，最早见于青铜器何尊的铭文 “宅兹中国”，是指聚居在今河

南一带的华夏、诸夏。① 《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当时的 “华夏”，

亦指谓黄河中下游被蛮狄戎夷交错环绕的 “中国”。② 就本义或狭义而言， “中国”

或 “中土”与 “华夏”大致相同。秦汉隋唐之 “中国”或 “中土”与 “华夏”，复包

举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所有疆土，且与长城以北以西的 “塞外”相对称。《隋

书·西域传》：“焉耆国……其俗奉佛书，类婆罗门。婚姻之礼有同华夏。”③ 此 “华

夏”又指谓相对于外国 （婆罗门国）的整个汉唐国家及疆域。
“华夷”一词，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 “华夷”，是指中国和外国。狭义

的 “华夷”，是指古代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亦即华夏四夷的合称。唐末以降，北方

民族相继建立辽、西夏、金政权，且与两宋南北对峙。此时的 “华夷”，又概称宋、

辽、西夏、金诸政权及疆域。譬如，辽道宗诗曰：“君臣同志，华夷同风。”④ 司马
光云：“华夷两安，为利甚大。”⑤ 元朝灭西夏、金和南宋，统一塞外、中原和江南

等疆域，又兼收宋辽等 “华夷”称谓， “华夷一统”或 “华夷混一”等表述随而

增多。

“中国”“华夏”和 “华夷”，都是相对的历史概念，都是依一定的族群时空的名

称范畴，依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中国一统”与 “华夷一统”又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发
展过程中相衔接的阶段性称谓，分别指谓特定时空下 “华夏”或 “华夷”的统一政

权或政治文化共同体。具体而言，郡县制 “中国一统”，通常指公元前２世纪到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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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世纪华夏中土郡县制统一政权或政治文化共同体。“华夷一统”，大抵是指１３世纪
以降囊括中土与塞外的 “巨大中国”① 统一政权或政治文化共同体。

（二）秦汉 “中国一统”的三 “同”建构及 “华夷”关联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创立帝制中央集权，内而废封国，以郡县官僚制直辖编
户，变更 “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旧
状，② 外而北击匈奴，修筑长城。西汉继续实行编户授田和军功爵奖励耕战，又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③ 完善郡县制，推行五铢钱，凿空西域，使天山南北首次
与内地连成一体。汉武帝诏书曰 “中国一统”，④ 当是秦汉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
游为基本疆域的郡县制大一统。

关于秦汉郡县制 “中国一统”，许倬云曾用政治力量渗透到底层、“全国相互依
赖的经济网络”、共同文字及儒家正统价值观念 “三重凝集”，描绘其特色及关键
性。⑤ 对第一点和第三点，笔者完全赞同，第二点则稍有保留。秦汉时期五铢钱牵
动下的全国 “经济网络”刚刚形成，似不宜估计过高，用首次实现 “车同轨，书同
文，行同伦”（《礼记·中庸》）描绘秦汉 “中国一统”的特定建构，更为适宜。

笔者认为，对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理解不能拘泥于狭义，需要结合
历史实际作较为宽泛的诠释。第一，“车同轨”并不限于针对 “车涂异轨”而规定车
轮距一律六尺，更偏重针对 “律令异法，衣冠异制”等 “同轨”，即用皇帝为首的郡
县制职业官僚统一管辖编民，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实施严密的管制 （包括五铢钱
等对经济活动的规范），⑥ 郡县官僚政治藉以渗透到乡里底层。第二，“书同文”并
不限于统一以秦小篆作为汉字形体，更偏重 “独尊儒术”及其后延绵两千年的儒家
正统文脉。第三，“行同伦”并不限于统一百姓的行为伦理，更偏重作为族群共同体
汉族的融合成型。斯大林曾从 “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
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等层面阐发历史上的民族。⑦ 范文澜精辟指出，“汉族在秦汉时
已经开始形成为民族”。⑧ 笔者赞同范文澜之说，进而认为汉族在秦汉的基本成型，

恰是 “行同伦”的表征，是两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 “夷夏”先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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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兹中国”为中心，东西南北相向交融及滚动壮大的产物。①

换言之，秦汉郡县制 “中国一统”，以两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范围内
的帝制中央集权为制度框架，普遍施行以汉字为载体的儒学传统文脉，大多数先民
初步融合为汉族，还有西南夷、南方边地少数民族及北方民族部分南迁者。制度、

文化、族群三层面皆呈现同一或单一，是秦汉郡县制 “中国一统”政治文化共同体
的建构特色。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秦统一曾经把南越、西南夷、西戎等并入其中，

秦和西汉是否算 “华夷一统”？当时的 “中国一统”与 “华夏”“华夷”等相互关系
又如何？

第一，史料文献中迄今尚未见到秦汉时期 “华夷一统”或 “华夷混一”的确凿
词语表述。诸多 “华夷一统”或 “华夷混一”等词语，主要见于元明两朝。而汉武
帝诏书和司马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里 “中国一统”的表述言之凿凿，② 颇具当
时人说当时事的可靠性。至于魏收所言 “秦吞海内，割裂都邑，混一华夷”，③ 晚至
北齐，很大程度上系 “五胡乱华”情势下的话语热点所诱发，其表述不一定切合秦
汉实际。

第二，秦初设３６郡，两汉郡国并行，最多时有郡国１０５个。其中合浦郡、交趾
郡、南海郡、牂牁郡、犍为郡、益州郡、陇西郡、安定郡、武威郡、金城郡、张掖
郡、酒泉郡、敦煌郡等皆置于南越、西南夷和西戎等边地。定襄郡、云中郡、五原
郡、朔方郡等更是设在与匈奴拉锯争夺的河套及阴山一带。“南越、西南夷、西戎等
民族”已然在其内，甚或有蛮夷逐步编民化。④

尽管如此，秦汉疆域、郡县设置及管辖大致在秦长城以南。汉武帝诏书曰：“今
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⑤ 贾谊曾批评：“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于匈奴”，天子皇帝的
“称号甚美，而实不出长城”，可为证。当时，贾谊曾竭力主张向匈奴推行郡县制：
“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⑥ 但此项主张始终
未能付诸实施，匈奴等依然以长城为界与秦汉并存对峙，“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
坚敌也”； “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即便是 “呼韩邪携国归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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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① 仅行羁縻而未能实施郡县制。其根本
原因在于大漠草原地带不适宜农耕定居且无法使用郡县制管辖。对此，班固早有阐
发：匈奴 “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
所以绝外内也。……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② 概言之，秦汉郡县
制无法覆盖匈奴等塞外夷狄。

第三，如前述，无论华夏 “中国”抑或 “华夷”，都是依存于一定族群时空的历
史范畴，都随同民族融合或地域文明整合而交融演进。先秦时期，夷狄与华夏长期
犬牙交错、此消彼长。二者并非水火不容，经常在某种条件下转化融合。先秦的诸
多方国蛮夷，数百年后陆续融入了华夏 “中国”。经历夏商周以东西方向为主的夷夏
民族融汇，③ 华夏 “中国”已逐渐将昔日周边的许多夷蛮戎狄融入其内，初步形成
了栖息定居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汉族。汉族也是秦
汉帝国栖息于主要地域和人口数量最多的主体族群。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秦汉郡县制一统，昔日的夷蛮戎狄陆续融入华夏，华夏或
“中国”的扩展，以及汉族的基本成型，几乎是同步实现或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

秦的统一的确是 “第一次创造了华夷一统的活生生现实”。④只不过，先秦及秦初
“滚雪球式”的民族融汇，以及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整合，已经将春秋战
国时的夷夏 （含南越、西南夷、西戎等民族）转变为较为宽泛的华夏或 “中国”。诚
然，此种转变大抵限于长城以内。

笔者认为，秦所 “创造”的是相对于先秦 “宅兹中国”的 “华夷一统”。从更长
时段看，秦汉长城内之诸 “夷”，大抵融入了３６郡的华夏或 “中国”。在这个意义
上，秦汉一统又属于郡县制或华夏 “中国一统”。也就是说，相对于先秦时黄河和长
江中下游范围内的 “华夷”，秦汉已变为同一范围内较宽泛的华夏或 “中国”。相对
于元明清之际囊括中土、塞外的 “华夷一统”“巨大中国”，秦汉则属于狭义的华夏
或 “中国一统”。

（三）“中国一统”隋唐以降的变迁及历史地位

隋唐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重新建立秦汉式的 “中国一统”，创科举制，

开大运河，设置安西四镇和塞外８５６个羁縻州府，实施 “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

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⑤ 的羁縻管辖。随着唐代各民族的相互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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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９４下 《匈奴传下》，第３８１４、３８１５页。
《汉书》卷９４下 《匈奴传下》，第３８３４页。
参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３卷，第１８１—１８２页。
参见黄纯艳：《论华夷一统思想的形成》，《思想战线》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新唐书》卷４３ 《地理志七》（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１１１９页。



造就了胡汉基因融为一体的盛唐文明。① 甚而偶有唐人 “华夷一统人方泰”② 的诗
句。可见，唐王朝在重建和发展郡县制 “中国一统”的基础上，努力实施非直接地

统辖广袤塞外地区，盛唐之际曾有过 “华夷一统”的开端，至少是积极的尝试。遗

憾的是，安史之乱爆发，导致唐朝疆域陡然缩小。包括安西四镇、河西走廊在内的

陇右道等被吐蕃所占，南诏又占据大渡河以南，“河北三镇”等长期割据或半割据。

内地郡县制尚且遭受较大损害，遑论维系广袤塞外的羁縻统辖。日本学者杉山正明

将盛唐羁縻疆域远达塞外却陡然后退称为 “瞬间大帝国”，③ 不无道理。

唐末，契丹崛起、燕云十六州丧失，又致使北宋自雍煕战争后不得不放弃对北

疆的军事进取和 “华夷一统”的政治话语。④ 特别是 “澶渊之盟”后北宋与辽朝及

西夏的分立， “绍兴和议”后南宋与金朝的南北对峙，更是呈现多个华夷政权的
鼎立。

秦汉至隋唐的郡县制 “中国一统”，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它顺应社会经济需要和历史趋势，首次以郡县官僚制直接管辖编民的方式，将长城

以南 “耕稼以食，桑麻以衣”的农耕区长期置于统一政权之下，并推动汉唐文明的

高度繁荣和汉族等 “滚雪球式”的融合，进而为元明清 “华夷一统”提供不可或缺

的汇聚核心及前期基础。此外，秦汉至隋唐郡县制 “中国一统”，其统辖疆域大抵局

限于长城以南以东的农耕文明范围，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汉族等栖息区。

而对塞外的辽阔疆域，对 “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

随时，车马为家”⑤ 的游牧民及半游牧民，大多鞭长莫及，未能实行有效的管辖。

于是，在长城内外更为广袤的版图疆域范围内，先后呈现秦汉帝国与匈奴、鲜卑等

政权长期南北并存，隋唐帝国与突厥汗国、回纥汗国等长期南北并存以及与吐蕃王

国东西并存。正如清陶保廉所言：“自秦以来，中国一统，而四裔强族，亦并其所近

弱国，浸浸乎与中国争长。”⑥ 这表明秦汉郡县制 “中国一统”涵盖统辖范围的局限

和不完整，较长时间内是与北方民族政权等并峙或彼此争雄。

二、元代 “混一华夷”的初次实现

忽必烈建元朝，首次完成大漠塞外与中土农耕区连为一体的政治统一，遂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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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１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４页。
参见许浑：《丁卯集笺注》卷７ 《元正》，《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３１１册，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６１页上。
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第１３页。
参见黄纯艳：《“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历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辽史》卷３２ 《营卫志中》，第３７３页。
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４，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６０页。



三个前所未有的新场景：蒙汉杂糅治南北，文化多元与交融互动，四族群 “圈层”

与多样化民族融汇。元代 “混一华夷”正是基于此三者而初次实现的。

（一）蒙汉杂糅治南北

根据塞外、中土不同的地理条件和生活方式，蒙古法、汉法等杂糅并用，这是

元朝以蒙古帝国宗主和汉地王朝双重身份君临天下的基本原则。蒙汉杂糅并非平分

秋色，忽必烈等吸收并实行汉法，却未更改其语言及文化习俗，很大程度上是蒙古

习俗占据内核。地域施行大抵表现为以蒙古法治蒙古，以汉法治汉地，又随时间推

移略有变通。元前期或北方草原地带及两都 “腹里”等时空条件下，蒙古草原政治

文化的比重偏大。元后期或南方等时空条件下汉地文化的主导地位显赫。

元朝不分南北，陆续设立十一行省，尤其是通过辽阳行省和征东行省统辖 “辽

阳高丽”，甘肃行省等镇抚 “回鹘河西”，云南行省等 “置府”管辖 “交占云黎”，岭

北行省及蒙古大千户镇护 “阴山仇池”“故境”等。① 行省制可溯源于蒙古国燕京等

处三行断事官和魏晋隋唐行尚书台，亦带有蒙汉杂糅色彩，以此充任中土、塞外疆

域一体化的机制支撑，可基本适应南北差异。而边疆诸行省的设置，乃前朝所未有，

遂将较直接的行政统辖推行到东北、西北、西南和大漠。

“混一华夷，至此为盛！”② 蒙汉杂糅治南北，适应大漠塞外与中土农耕区不同

的社会经济形态，构筑起１３世纪实现 “华夷一统”的框架，从而为疆土治理、民族

交融和文化基因广益凝集等提供了制度平台。

（二）文化多元与交融互动

有元一代，“华夷儒风竞起”，在 “半去胡俗，半用华仪”③ 的环境下，儒学主

干文脉得以传承，还曾影响到包括忽必烈在内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兄弟民族的 “胡

俗”同样并行不悖，藏传佛教、汉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竞相发展或

传播，还有理学官方化、元曲、 《授时历》和 《蒙古秘史》等璀璨成就，以及蒙古

文、汉文和畏兀儿文等五六种文字并用于世。④ 元中后期，入居内地的色目人和蒙

古人，率多 “舍弓马而事诗书”。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剌、余阙等皆 “以诗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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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文仲：《大都赋并序》，周南瑞编：《天下同文集》卷１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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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辩答禄异名洛上翁及谬赞》，《明太祖集》卷１６，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１年，
第３４７页。
参见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编：《北京元代史迹图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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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克恭、康里巙巙等 “各呈才华，标奇竞秀”。① 畏兀儿人偰氏家族更创造一门两代
九进士的稀有纪录。② 少数蒙古人发生文学、名号、贞节、丧葬等方面的汉化或儒
化。③ 汉人也受到蒙古文化的部分影响，主要是效仿蒙古语言、名字、婚姻、服饰
等。部分色目人、蒙古人汉化和汉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文化影响，构成了元代多民
族文化相互影响激荡的基本风貌。

１２６９年，元世祖命帝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欲替代畏兀儿体蒙古文，用来译
写汉文、波斯文等，以实现崭新的 “一代同文”。④ 比起秦小篆仅针对单语种的 “言
语异声，文字异形”，⑤ 八思巴字涉及中土与塞外，覆盖面更广阔，似为 “混一区
宇”多语兼用或 “译写”的积极举措。⑥ 其功能的复合性，或可视为元 “华夷一统”

复合兼容在文字上的缩影。

元代多元文化交融互动，还孕育催生 “多族士人圈”等儒学跨族群传播。一批
色目和蒙古士人，以师生、同年、同僚、文友、姻戚等为纽带，与汉族士人频繁交
游。⑦ “多族士人圈”是超族群士人意识凝集的硕果，可显示文化超越族群的魅力。

（三）四族群 “圈层”与多样化民族融汇

元朝曾按照征服的先后将百姓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最新的研究
表明，上述四族群并非严格的社会等级，更像是核心与边缘差别显著的四 “圈
层”。⑧ 四族群 “圈层”、诸色户计制和 “根脚”制，⑨ 又是元朝统治给社会结构带
来的三桩深重 “斑痕”。多民族成员杂居和多元文化交融碰撞，不可避免地造成族群
界限淡化和四 “圈层”束缚的松动，多民族间的融汇也水到渠成。元代民族融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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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萧启庆：《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下册，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４７７页。
参见张帆： 《圈层与模块：元代蒙古、色目两大集团的不同构造》， 《西部蒙古论坛》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参见萧启庆：《蒙元支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
册，第４６页。



组的深度和广度，超越隋唐，主要体现为蒙古族和汉族融合其他族群、色目人分化

与再融汇，以及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渗透交融。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以９５千户编制部众，形成了蒙古族共同体。军事征服之

余，大批被掳掠的色目人、汉人等迁至蒙古本土。草原牧马者 “兀剌赤，回回居其

三，汉人居其七”。即便是蒙古军中，“宁有多少鞑人，其余尽是亡国之人”。① 归降

或被掳掠的色目人等较早被编入 “蒙古军籍”或 “赐姓蒙古”。② 又往往抽取蒙古各

部军士及外族私属，混编为蒙古探马赤军。③ 元亡之际，滞留蒙古草原和随元顺帝

北逃的色目人、汉族官吏、军士等，最终完全融入蒙古族群。在这个意义上，蒙古

人无疑是融合其他族群的翘楚。

元初，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及四川、云南民众统称为 “汉儿”。契丹人和女

真人遂较快融入汉族。元中后期，耶律秃花、石抹也先、述律杰等 “子孙策勋天

朝”，多为汉人军将和官吏等南下定居。④ 其中，石抹改萧和移剌改刘者居多，⑤ 与

汉人联姻亦成为主流。金中叶始，女真猛安谋克户 “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

杂处”。⑥ 入元后，粘合重山、刘国杰等充汉军将领和官吏者甚多，还涌现一批 “巨

儒”。女真姓氏也相率汉化，如完颜改王、徒单改杜等。饮食节庆、婚丧礼俗等，与

汉人几无差别。⑦ 统一江南日久，越来越多的南人积极入世，对 “南北一家”充满

自豪，汉人和南人的地域畛域逐渐消除。迄明初，主体民族———汉族有了新的扩充

发展。

色目人中的唐兀人、畏兀儿人、回族等的融汇重组也颇引人注目。

唐兀人，又称西夏人，元初多被掳，以军户、仕宦、问学等散处南北，用赐姓、

改姓和不称姓氏及蒙汉名并用，大多信仰佛教，婚姻兼及汉、蒙、色目。元中叶后，

学儒渐多，纲常、奉老、婚丧等较多汉化。元明鼎革，唐兀人称谓消逝，多数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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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少数融入蒙古等族。①

畏兀儿人即高昌回鹘，元世祖中期，遭西北叛王围困，国土并入察合台汗国。

亦都护家族迁居甘肃永昌，部众多以镇戍、屯田、仕宦、求学、经商等散布南北。

因最早归附和语言便利，畏兀儿人仕宦权势可与穆斯林匹敌，主要信奉佛教，元中
叶后汉化及中进士者皆居色目人之首，元末大多融入汉族。②

色目人的重组融汇，以回族最为典型。回族最初是指花剌子模、波斯、阿拉伯
等处陆续东来的穆斯林，且混存于色目人内。“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
乎不复回首故国也。”③ 穆斯林势力增强，与牙鲁瓦赤、阿合马等大臣权势有关。又
凭借其斡脱商特权，在信贷、榷盐和市舶中牟取巨利，豪富一方。因回族人数稍多
及仕商贵显，元中后期其他色目人多用以泛称。尽管回族人来源及语言不一，与汉
人杂居，姓氏和语言文化较多吸收汉族因素，但诵经持斋、“婚姻丧葬”、“不啖豕
肉”等 “惟其国俗是泥”。④ 回族正是以伊斯兰教为纽带，汇聚留居汉地的部分色目
人、蒙古人及汉人等逐渐形成的。

迄元末，上述多族群融汇重组部分已完成，部分尚未完成。１３６８年，元顺帝等
自大都健德门北逃，则是完结的契机。凡是随元顺帝北逃的蒙古人、色目人及少量
汉人，最终融入蒙古人。凡是遗留在长城以南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最终大多融入汉
族 （明初有 《劝色目人变俗》词曲），⑤ 部分融入回族。明人丘濬言： “国初平定，

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如一二稀稗，生于丘陇禾
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⑥ 讲的正是遗留中土的蒙古
人、色目人多融入汉族的情况。元末明初，蒙、汉、回、藏等既各为民族，又相率
融汇为华夷多族并存的复合结构。

（四）“泾渭同流”与 “华夷混一”

蒙汉杂糅治南北及行省直辖提供政治平台，多元文化交融互动增添助力，多样
化民族融汇又更新族群的基本结构，进而首创 “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⑦

的 “一统”新模式，且开启六七百年汉、蒙、满轮流充当主导。对上述改变，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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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邓文韬：《元代唐兀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２０１７年。
参见尚衍斌：《元代畏兀儿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６４—１９０页。
周密：《癸辛杂识》，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１３８页。
许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５３，《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７册，第

２５１页；吴之鲸：《武林梵志》卷１，杭州：杭州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９页。
参见冯惟敏：《黄莺儿·劝色目人变俗》，《海浮山堂词稿》卷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５５页。
丘濬：《内夏外夷之限》，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７３，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年，第６１５页。
吴澄：《吴文正公集》卷１５，《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３册，第２８１页。



或曰 “华夷一统”“统一华夷”，或曰 “混一华夷”“华夷混一”，① 还常见 “混一区
宇”“混一南北”等描述。但是，有关评价褒贬不一，耶律楚材赞扬 “泾渭同流无间
断，华夷一统太平秋”，南宋遗民谢应芳则揶揄 “华夷一统佩无中”。② 经多族群的
交融重组，初步汇聚为跨越中土、塞北的蒙、汉、回、藏兼容复合共同体。③ 所谓
“共同”，主要表现为疆域版图一体化，蒙、汉、回、藏各民族之间水乳交融、密不
可分；所谓 “兼容复合”，就在于多族群复合及文化习俗等兼容，未曾出现占统治地
位的蒙古族和主体民族汉族间简单的同化或被同化，而是在 “泾渭同流”或 “混一”

中兼容并蓄，都得以 “无间断”的发展。

元朝的建立虽带来血与火的杀掠，但在１３世纪的中国却顺应历史潮流，首次实
现了 “混一华夷”，既显现其独特风采，又对近古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如毛佩琦所言：“元朝所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国家。它是我
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④ 杉山正明也说：“中华的范围自蒙古
时代以后大大地扩展了。从 ‘小中国’到 ‘大中国’，不能不说是一次漂亮的转
身。……中国走上了通往 ‘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⑤

元代初次实现的只能称为 “华夷混一”，亦即 “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⑥ 疆域
开拓和政治版图一体化，确实达到 “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和 “罔不遵从”，但
又存在 “器用各有宜”“文字各有制”和 “国土各有俗”等显著差异。元朝文化政策
比较宽松，对多种文化持尊重或开放态度，没有搞 “文字狱”，也罕见强制文化 “统
一”或 “遵从”。无论是成吉思汗札撒抑或儒家思想，都没有达到 “声教咸归王化”

的地步。虽然在儒学及佛教等文化层面，蒙、汉、回、藏等族群找到了某些共同点，

但尚局限在 “多族士人圈”“藏传佛教”等某些部分及某些人员。植根于汉地农耕地
带的儒家文化，虽然业已在蒙古人、色目人中有所传播，但尚未被多数蒙古人、色
目人服膺和接受。汉地对蒙古等文化的适应程度，塞外不同地区对汉文化的适应程
度，皆不能估计过高。疆域广袤和统治不足百年，生活方式差异和地域发展不平衡，

以及交通条件制约等，这些客观因素不容忽视。元代虽存在较多 “混一”局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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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岁纪》，第２１６页；黄镇成：《早春感兴》，《秋声集》卷４，《文
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１２册，第５５５页。又，《元史·武宗纪》或曰：“华夏一统”（《元
史》卷２２ 《武宗纪一》，第４９３页），可窥华夏与华夷的相对性。
耶律楚材：《洞山五位颂·兼中至》，《湛然居士文集》卷７，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６３、１６４页；谢应芳： 《秋兴七首》， 《龟巢稿》卷７， 《四部丛刊三
编》，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第４５页Ｂ。
杉山正明认为，元王朝 “被统一于可称为 ‘多元复合超域帝国’”。参见杉山正明：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第３４０页。
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３０、４３１页。
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第１０、１１页。
许有壬：《大一统志序》，《至正集》卷３５，《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７册，第１８０页。



开拓之功颇丰，还为清 “华夷一统”的发展成熟提供了基础性样板。

三、明清 “华夷一统”的曲折与发展成熟

元朝覆亡后五百多年间，先有明成祖朱棣争夺 “华夷一统”主导权未果等曲折，

而后又是清王朝重建 “华夷一统”，且有了显著的发展。

（一）明成祖 “君主华夷”未果

明太祖朱元璋北伐檄文曰 “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但明朝建立后屡屡宣称，元

朝是 “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

字如一”。① 明成祖朱棣在承袭其父政策的同时，“五出漠北，三犁虏庭”，② 又竭力
经略东北和西域哈密卫等，以实现 “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君主华夷”③ 的伟业。

关于朱棣五征漠北，姚广孝颂扬道：“扫净朔漠，洗清草野”，“北南一览，尽归王
化”。④ 袁衮极力赞誉：“文皇帝躬擐甲胄……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⑤

毛佩琦对朱棣北征战果提出质疑，但仍肯定其亲征蒙古大漠的抱负，“朱棣原意是要

一举控制蒙古地区”，“希望继元朝之后做一个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帝国的君主”。⑥

其迁都北京也是为着 “控四夷制天下”和 “君主华夷”。⑦

当时 “华夷一统”似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并未因元明鼎革戛然中断。

朱棣北征旨在以汉人皇帝一举夺得囊括塞外、中土 “华夷一统”的主导权。由是，

明代 “华夷混一归真主，宇宙弘开属大明”，“其华夷一统，玉帛万国，自唐虞以来

尝有如我皇明之盛者耶”之类的赞颂屡见不鲜。⑧ 笔者据 《中国基本古籍库》的检

索统计，明太祖、明成祖等诏旨和政书、奏议、诗文所见的 “华夷一统” “华夷混
一”等说辞，达到９１次之多，相当于元代的１５倍，也远多于其他朝代。遗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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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实录》卷２８下 “吴元年十二月甲子”，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１９６２年，第４３９页；卷５３ “洪武三年六月丁丑”，第１０４８页。
高岱：《鸿猷录》卷８ 《三犁虏庭》，《续修四库全书》第３８９册，第３２５页。
《明太宗实录》卷３０ “永乐二年夏四月辛未”，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
年，第５３３页；卷２３１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戊辰”，第２２３５页。
姚广孝：《平胡颂》，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１３，第９３、９４页。
袁衮：《北征录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２７１，第２８６４页。
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第３８６、４３１页。
《明太宗实录》卷１８２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壬寅”，第１９６５页；卷２３１ “永乐十八年十一
月戊辰”，第２２３５页。
胡广：《归至北京》，《胡文穆公文集》卷２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２９，济南：齐
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管律：《汝砺论曰》，《（嘉靖）宁夏新志》卷６，《续
修四库全书》第６４９册，第１９９页。



朱棣病死榆木川，“五出漠北”基本失败，还留下塞北多故及天子守国门等遗患。

明成祖以后，再未出现开疆拓土的有作为皇帝。特别是 “土木之变”后，尽管
东北、西南疆域及天下户役等仍沿袭元朝，但明朝不得不放弃长城以北的要塞及大
片土地，改以辽东、宣府、大同等九边为重心的军事防御，统治范围也相应后退至
长城以南。明代 “华夷一统”遭遇挫折，在疆域和族群等层面已大抵徒有虚名。万
历年间榆林红石峡石刻 “华夷天堑”可为证，① 也显示明后期伴随长城南北的军事
对峙，华夷之防复为士林舆论的主流。

（二）清统治者讳言 “华夷一统”蠡测

时隔二百余年，清朝入关统一中原和江南。自１６３６年，漠南蒙古十六部首领拥
戴皇太极为博克达·彻辰汗，喀尔喀也归属清朝。此后，清朝又三征噶尔丹，统一
西北回疆，版图达到 “蒙古极边”。继元朝之后，清朝再造囊括塞外和黄河、长江流
域的华夷 “大一统”。但是，清代官私文献中却罕见 “华夷一统”等表述，这是为什
么？历史真相又如何呢？我们可以从雍正的 《大义觉迷录》中一窥究竟。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
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

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

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②

这是雍正在 《大义觉迷录》开篇对华夷问题的基本定调，实际是给 “华夷一统”

表述下达了禁令。由于 “我外夷为内地主”和 “大一统之在我朝”，倘若继续沿用元
明 “华夷一统”的措辞，难免会触犯圣谕天条。时值康雍乾 “文字狱”巅峰，这段
开篇文字之后紧接着便是雍正对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妄分华夷的长篇驳斥。谁
再提 “华夷”“一统”，岂不是陷入 “华夷中外之分论”“以华夷而有殊视”和 “以华
夷而有异心”之类的文网？岂不是和 “凶顽悖恶，好乱乐祸，俶扰彝伦，私为著述”

的 “逆贼吕留良”同流合污，自招杀身灭门之祸？这正是清代官场文坛人为的禁忌
迷惘和 “华夷一统”表述戛然消逝的症结所在。

通常，清统治者使用 “满汉一家”“天下一统”等，替代被禁止的 “华夷一统”，

不提 “华夷”而改称 “满汉”，旨在凸显 “首崇满洲”。雍正等讳言 “华夷一统”，忌
讳以满族为 “夷”，拒绝将 “华”置于 “夷”之前，反而大谈 “满汉一体”“满汉一
家”和 “天下一统”。这正是清朝诸帝深谙名器之论，在 “大一统”文字表述上较真
考究的 “过人”之处。这种心理应予洞察，毋庸苛责。有学者主张清朝的统治具有
中原王朝与北族政权的二重性质，应 “定位为复合民族国家中的非汉族王朝”，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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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首崇满洲的复合性中华皇朝”。① 清朝标榜的 “首崇满洲”“满汉一家”“天下一

统”及其 “二重性”或 “复合性”，本质依然是 “华夷一统”。１７１３年，张家口大境

门摩崖石刻 “内外一统”，② 亦佐证其讳言 “华夷”。尽管清统治者对 “华夷”二字

讳莫如深，但毕竟实际贡献良多，拥有了较成熟的 “华夷一统”之实。揆以元明清

大一统的长时段趋势，我们还是祛除清 “文字狱”的人为禁忌与迷惘，还原历史本

来面目，依旧称清为 “华夷一统”并充分肯定其历史贡献。

（三）清朝发展 “华夷一统”的实际建树

清朝从三方面将 “华夷一统”推向成熟。

第一，因俗施政与笼络抚绥，造就跨族政治链条。清廷在设直省督抚与理藩院

的同时，因俗施政，创建蒙古盟旗制，③ 还 “众建而分其势”，划旗定界，禁止越界

和贸易、通婚，④ 旨在防止新部族聚合及旧部族分裂。清廷还适应西藏政教合一体

制，置二驻藏大臣，噶厦四长官以下僧俗官员，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

财政审核、对外交涉等，统由驻藏大臣负责。达赖、班禅等转世的掣签及坐床，亦

由驻藏大臣主持监督。⑤

１６３６年，漠南蒙古归附后，清统治者遂与蒙古贵族结为政治联盟，以蒙古部落
“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⑥ 对较早归附的蒙古上层，清统治者特别封赐亲

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且允许世袭。⑦ 吐鲁番、哈密等上层

也世袭郡王。因皇子等封爵 “以世递降”，⑧ 蒙古王公等世袭，实属清廷的例外恩

典。满洲贵族和蒙古王公之间又长期通婚，总计达５８６次，公主格格出嫁蒙古者

４３０名，皇帝宗亲娶蒙古王公之女１５６名。⑨ 满蒙联姻强化其政治联盟，由此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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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石桥秀雄编：《清代中国的若干问题》，杨宁一、陈涛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序言”，第４页；常建华：《大清：一个首崇满洲的复合性中华皇朝》，《清史
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现存张家口市大境门外石刻，康熙五十二年 （１７１３）山西籍商人张自成题。
参见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７４、８６—９０页。
参见王锺翰： 《清史新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６６—１７７页；蔡志
纯：《清政府对蒙古的民族政策》，《历史教学》１９８１年第１０期。
参见昭梿：《啸亭杂录》卷２，何英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５５页；张羽
新：《清朝前期的边疆政策》，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１５—３５３页。
《承德府志》卷首一 《诏谕》，《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１７号，台北：成文出版
社有限公司，１９６８年，第４１页。
参见 《钦定大清会典》卷６４，《续修四库全书》第７９４册，第６１５页。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页。
杜家骥：《清朝的满蒙联姻》，《历史教学》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蒙古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支持。清廷还允许蒙古王公等未出痘者赴木兰围场从猎，瞻
觐圣颜，① 旅途费用等由清廷承担。其用意如乾隆帝所云，“此国家柔远绥遐之道，

伊等目睹内地幅员之广阔，人民之富裕，回归上境，自必转相告语，同心向化”。②

此外，对汉族士大夫精英，又实行 “更名田”、“特科”、“恩科”、满汉同榜一体科考
等怀柔政策，且与 “文字狱”等相济而用。

借因俗施政和笼络抚绥，清廷拉拢了一批蒙古上层和汉族官绅进入统治集团，

率先实现蒙古归心且建立满、蒙政治联盟，进而构建起以满族皇帝为核心的满、蒙、

汉贵族官僚的联合统治。③ 《清实录》用满、蒙、汉三种文字，亦为其象征。清廷由
此营造了 “华夷一统”所需的跨族政治链条或政治支撑。

第二，尊奉喇嘛教和崇尚儒学，增添文化同一性。针对满、汉、蒙、回、藏等
多元文化的并存，清政府精心营造尊奉喇嘛教和崇尚儒学两大举措。一方面，清廷
因势利导，先后册封五世达赖为 “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班禅为 “班
禅额尔德尼”，敕封哲布尊丹巴、章嘉等，形成了四大活佛系统。清廷还给予喇嘛教
巨额赏赐，广建喇嘛庙，蒙古各盟旗少则数座，多则十余座，又编七个喇嘛旗，免
除僧众赋役等。④ 另一方面，各地设学宫，开经筵定制。⑤ 康熙亲临释奠孔子，坚
持 “经筵”“日讲”及 “复讲”，又诏举 “博学鸿儒”，拜谒曲阜孔庙，亲书匾额 “万
世师表”。⑥ 雍正强调儒释道 “三教之用虽殊，而其体则一”。⑦ 乾隆尊崇程朱，褒
奖忠贞。⑧ 清前期皇帝对佛教和儒学，皆有较深理解，还夹带政治意图。尊奉喇嘛
教主要为适应蒙藏民众的信仰，以增强对清廷的向心力。如昭梿所云：“国家宠幸黄
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仗
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⑨ 清廷崇尚儒学，又旨在 “以儒学道统的当然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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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理藩院·朝觐》，《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９８４，《续修四库全书》第８１１册，第

７５１—７５６页。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 《清代藏事辑要》卷２，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

２０２页。
参见杜家骥：《清朝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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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清世祖实录》卷７４ “顺治十年四月甲寅”，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５８５
页；卷１１１ “顺治十四年九月癸亥”，第８７４页。
参见陈祖武：《论康熙的儒学观》，《孔子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文献丛编》第３辑 《清世宗关于佛学之谕旨》，故宫博物院编： 《〈文献丛编〉全编》
第３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７页。
参见 《清高宗实录》卷１２８ “乾隆五年十月己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８７６
页；故宫博物院编：《清高宗御制文》第１册卷７ 《命议予明季殉节诸臣谥典谕》，海
口：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２３页。
昭梿：《章嘉喇嘛》，《啸亭杂录》卷１０，第３６１页。



者自任”，① 加深满、汉二族的文化同一，这对后期满、汉融为一体的影响不可
低估。

第三，满族、汉族的互动交融与后期融为一体。有清一代，满、汉、蒙、回、

藏各民族的多样化交融得到令人瞩目的提升发展。其中最突出的积极动向，就是作
为统治民族的满族与主体民族汉族的互动交融及后期融为一体，且呈现满族早期扩
张和满、汉间自然渐进交融前后两段不寻常的演进过程。

满族早期强制性扩张，始于努尔哈赤时部分汉人被俘而沦为八旗 “包衣旗人”

和壮丁。１６３３年后，皇太极不断佥编辽阳一带汉人，进而组建汉军八旗，强制八旗
的包衣和汉军等剃发、学满文，放弃汉俗，改从满洲新风。② 入关伊始，清廷严令
剃发易衣冠，“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既 “别顺逆”，③ 又强制汉
人满俗化。被编入八旗的汉军及包衣，与满人并肩征戍，互相婚娶，服装发式和语
言等也基本满族化。④

清朝入主中土和满族举族内迁，又促使满、汉之间自然渐进的交融。清统治者
较快吸收汉文化，如开博学鸿儒科、废人丁税、“更名田”、“摊丁入亩”等。康熙中
期以后，满、汉交融渐成主流。“旗民地土”相邻，旗人 “与民人错处，原无界址之
分”。⑤ 互为婚娶、抱养子嗣使得满、汉混血逐步扩大，“八旗及外省驻防内”“冒入
旗籍”屡禁不止。⑥ 满人率多放弃本族满语而使用汉语，包括黑龙江呼兰旗营一带，
“光绪中叶，语言文字俱从汉俗”，“能操清语者则千人中一二人而已”。⑦

“然二百年间，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并其文字语
言……满洲人乃自弃之。”⑧ 满族文化日渐消退，汉人衣冠服饰又皆从满俗，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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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减少，经济、语言和风俗等一致性愈多，并存的满、汉文化逐渐汇合为含有满
族因素的新汉文化。清朝灭亡后，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与主体民族的汉族，实际上

融为一体，满、汉、蒙、回、藏族群格局因此呈现一大更新，显著增加族际亲和力
与 “华夷一统”的成熟性。

综上，凭借理藩院统辖、盟旗制、封爵和满蒙联姻等，还有对汉儒等笼络、钳
制及拉拢藏族上层，清中叶大抵形成满、蒙、汉贵族官僚联合统治，亦即族际政治

链条，使 “华夷一统”在满、汉、蒙、回、藏诸族群中的根基得以强化牢固。清中

后期，儒学逐渐成为满汉朝野共同的主导文化，“声教咸归王化”在满族和汉族范围
内基本实现，藏传佛教又成为沟通藏、蒙两族的另一文化纽带，这就增添了 “华夷

一统”的文化同一性。清后期，满族与汉族实际融为一体，更助推诸族群格局的更
新与族际亲和力。元、清王朝虽都属 “华夷一统”复合式共同体，但因清朝以上三

项建树皆超越元代，满、汉、蒙、回、藏五大族群复合共同体的同一性和共有部分
明显增多，你中有我、水乳交融的文化及政治联系较元代更为密切牢固。清 “华夷

一统”的发展成熟，可谓实至名归。

（四）“华夷一统”的兼容复合及文化认同

元朝初次实现又经清代发展成熟的 “华夷一统”，是由中土、塞外的体制有异有

同、文化交流互动、多样化族群融汇等构成的崭新共同体秩序。与秦汉郡县制 “中
国一统”相比，元明清 “华夷一统”的独特进步不仅在于疆域上囊括中土、塞外，

使中国由 “小”变 “大”，还在于三个兼容：兼容中土、塞外不同的政治体制及生产

方式，兼容中土、塞外不同的语言和宗教文化，兼容满、汉、蒙、回、藏等多个民
族，借以完成了政治文化单一模式到复合模式的过渡，进而成长为较稳定的华夷复

合共同体。

于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从黄河、长江，再到塞外，因 “华夷一统”模式而空前

扩展壮大，足可称其为传统社会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崭新或最高阶段。基于上述
兼容及过渡，中华文明的结构和中国传统王朝的内涵外延，皆有了完善与升华。在

新的时空条件下，中华文明名副其实地包容了中土 （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农

耕子文明和塞外游牧半游牧子文明 （含青藏高原子文明、回疆子文明等）。传统王朝
则打破夷夏畛域，将元、清等一概纳入正统成员序列。明乎此，元朝灭亡及 “太平

天国”占据江南之际，一批汉族士大夫或甘愿为 “入中国而统及四夷”①的元朝皇

帝和满族皇帝 “死节”“殉国”，就不足为奇了。

历经元明清６００余年中土、塞外一体化的现实变革，对 “华夷一统”复合式中
国的文化认同悄然而来。代表性的是元代大儒吴澄 《送萧九成北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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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殷周之长，秦隋之强，汉唐之盛，治之所逮，仅仅方三千里。今虽舟
车所不至，人迹所不通，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坠，靡不臣属。如齐州之九州者
九而九，视前代所治，八十一之一尔。自古一统之世，车必同轨，书必同文，

行必同伦。今则器用各有宜，不必同轨也；文字各有制，不必同文也；国土各
有俗，不必同伦也。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而一统之大，未有如
今日。①

面对元朝将中国带入欧亚连通的新世界及东亚大陆的 “华夷混一”，身为江南
理学宗师的吴澄，深感 “有书契以来之所未尝有”之巨变，遂萌生两点新认知。

其一，开始冲破千余年来中央王朝 “五服”制和 “天下中国”的旧观念，理性地
正视元朝囊括 “日月所照，霜露所坠”的广袤地域，承认其辖境相当于整个中土
九州的九倍，而秦汉隋唐 “一统”王朝 “所治”仅是其九分之一。此乃依据元朝
广拓疆域现实而对战国末邹衍 “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说②的新阐发。其
二，既然 “前代”“一统之大，未有如今日”，元帝国疆域内除汉族外还有蒙古、

吐蕃、穆斯林等诸多族群及文化，就不必拘泥于秦汉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单一旧模式，而应与时俱进，施行 “今则器用各有宜，不必同轨也；文字各有制，

不必同文也；国土各有俗，不必同伦也”的复合式政治文化对策。

时至今日，部分学者虽承认中国是 “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但面对元、

清二朝的此类兼容复合仍感困惑不解，③ 恰是恪守秦汉三 “同”旧模式所致。吴澄
所云既是对元 “华夷一统”本质的阐释，又隐含着国家认同的进步。据姚大力的研
究，古代国家认同包含三个层面：忠君认同、王朝认同和历时性政治共同体的 “中
国”认同。④ 而中古、近古认同对象即多民族统一国家。张博泉言，秦统一与元统
一的区别是分不分 “中外”“华夷”，⑤ 颇有新意，然不及７００年前吴澄三 “同”与
三 “不同”说洞见底里。吴澄基于以上两点新认知，强调 “车不同轨，书不同文，

行不同伦”的复合式 “华夷混一”的中国认同，恰是在 “历时性政治共同体的 ‘中
国’认同”层面有了某种超越或突破。

与吴澄认知或有相似者，而后又接续不断。明初朱元璋等言：“元虽夷狄，然君
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昔者胡汉一家，胡君主宰”，“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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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吴文正公集》卷１５，《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３册，第２８１页。
参见 《史记》卷７４ 《孟子荀卿列传》，第２３４４页。
许倬云批评元和清等王朝 “双重体制”：“两个中外不同的共同体系统有叠合部分，
却并没有整合”。但如葛兆光所云，此论又面临 “这时究竟谁是 ‘中国’？哪里是
‘华夏’”的 “难题”。（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第２５８、

２８０、２９１页）
参见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中国学术》第１２辑。
参见张博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第４８页。



胡汉一家，大明主宰”。① 即使雍正 “首崇满洲”为宗旨的 “满汉一体”“中外一统”

说，也不外是讳言 “华夷”语境下的同体异名。汉人士大夫对北方游牧经济的认识，

也发生从秦汉冷漠歧视到金元包容理解的微妙变化。② 元杨维桢等倡言道统所在即

正统说，③ 康熙 “以实心行实政”而成千年一帝④以及满、汉同以儒学为主导文化，

等等，基本解决了少数民族入主的合理性及华夷正统谁属的难题，从较深的文化层

面给 “华夷一统”正了名。换言之，亘古未有的 “华夷混一”变革现实，激发吴澄

等有识之士以三 “不同”切入，相率实现了对 “华夷一统”复合式中国的文化认同。

这种文化心理的悄然变化，历史影响无疑是长远和深刻的。

余　　论

明人王廷相指出，“统一华夷者，谓之大统者也。然有正有变焉。居中国而统及

四夷，顺也，正也。三代、汉、唐、本朝是也。入中国而统及四夷，逆也，非变

乎？……元也，虽以变统例之，亦不能废其大统天下之实矣”。⑤

王氏使用 “大统”“小正统”“变统”等概念，对 “三代”、汉、唐、宋、元、明

等统一加以区别和评骘。所言 “统一华夷者，谓之大统者也”，又是对唐末以来历史

大势的理性判断。他还较早承认元朝 “入中国而统及四夷”的 “大统”，强调不能因

其 “变统”而 “废其大统天下之实矣”，颇有见地。然而，王氏将夏商周 “三代”酋

邦制及宗法封建的松散统一和 “汉、唐、本朝”混为一谈，未必允当。事实上，五

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 “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的进程可概分为三个阶段：夏

商周 “三代”酋邦制及宗法封建⑥的松散统一、秦汉以降郡县制 “中国一统”和元

明清 “华夷一统”。此三阶段恰是体现上古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地缘族群整合、中古

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地缘族群整合、近古中土与塞外更广袤的地缘族群整合

及其交融演进。而且，三阶段各有自身逻辑发展的特定时势或土壤。对中国历史及

现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影响至深且巨的，无疑是秦汉郡县制 “中国一统”和元明清
“华夷一统”。

如果说，秦汉郡县制 “中国一统”是战国以来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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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译语》，“诏阿札失里”，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１８８册，济南：齐鲁书
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０８页上；《明太祖实录》卷５３ “洪武三年六月癸酉”，第１０４１页。
参见 《汉书》卷９４下 《匈奴传下》，第３８３４页； 《辽史》卷３２ 《营卫志中》，第

３７３页。
参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３，第３７页。
参见阎崇年：《康熙大帝》，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２９４页。
王廷相：《慎言》卷９，《续修四库全书》第９３８册，第１０１页。
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７２—４７４页。



耕区地主经济形态及汉族等 “滚雪球式”的融汇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体制，那么，

元明清 “华夷一统”，则是近两千年北方民族的三次大规模南下入主与中土传统社
会碰撞博弈后的崭新格局。第一次是拓跋鲜卑等北族政权入主中原及其与东晋南
朝的碰撞博弈，促成隋唐重建郡县制 “中国一统”及 “华夷一统”的短暂尝试。

第二次是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特别是蒙古这一世界帝国与中土 （包括金、南
宋辖区）的邂逅博弈，导致元 “混一华夷”的初次实现。继而发生明成祖争夺主
导权未果及朝野关于 “华夷一统”连篇累牍的说辞。第三次是清朝入关统一蒙古、

明辖境及西藏等，重建 “华夷一统”，尽管对 “华夷”二字讳莫如深，但拥有了较
成熟的 “华夷一统”之实。

需要强调的是，１０世纪以降，中土高度发达的农业及工商业，不仅在塞外与
中土广袤疆域内带动形成了茶叶、马匹、粮食、纺织品、铁器等日益成熟的贸易
交换网络，更能长期为跨越中土、塞外的 “华夷一统”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史称，自忽必烈迁都，１０万左右官兵长期驻屯于 “和林”和 “金山、称海沿边诸
塞”，遂 “重利诱商贾，致谷帛用物”，用７倍于华北的米价，收购商贩南粮，所
费甚巨。① 清康熙 “西征准噶尔”，“石费一百二十金”，皇商范毓宾 “力任挽输，辗
转沙漠万里”，② 或与元商贾 “和中”北边异曲同工。清代张家口、恰克图、科布
多、库伦等地的 “北商”和 “西商”从事茶叶、粮食、布匹、毛皮等贩运，又助推
长城内外商业贸易的鼎盛。③ 另一方面，在塞外与中土并为一体的格局下，儒家等
主干文脉继续传承发展，兄弟民族文化又大量汇聚过来，共同汇合为多元一体的新
文脉。

从秦汉郡县制 “中国一统”到元明清 “华夷一统”交融演进中，我们既看到
郡县制 “中国一统”在中土的坚实基础、经济文化辉煌及辐射周边，又看到蒙古、

满族统治者 “打造”的塞外、中土一体化和务实地汇合 “世界上最具经济实力的
中华本土”。④ 既有汉族及其先进文明的基础性贡献和积极进取，又有诸兄弟民族
的文明基因增益和历史主动性。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顺应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
史潮流，且用行动昭示：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携手创造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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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推动缔造多民族复合共同体之 “巨大中国”。由是，“古代华夏渐渐成了近世
中国。”①

从１６世纪以来的现代民族及认同理论看，元明清 “华夷一统”及其复合共同体
建构对现代中华民族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代中华民族的复合共同体与元明清 “华
夷一统”复合共同体之间，在结构或特质上存在很多相似或继承等联系。元明清
“华夷一统”，实乃民初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前身，也是抗日战争中最终
形成的现代中华民族及其多元一体复合构建的前身。５６个民族对现代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在元明清 “华夷一统”复合共同体认同基础上实现的。由
于秦汉郡县制 “中国一统”嬗变为包容中土、塞外的元明清 “华夷一统”，中国才由
“小”变 “大”，新时空条件下的 “多民族统一”才名副其实，而后向现代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历史性过渡才得以实现。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 “国族” （ｎａｔｉｏｎ），

还有郡县制 “中国一统”到 “华夷一统”两阶段交融演进的深厚历史渊源。这恰能
展示两类 “一统”及演进至为重要的贡献。

〔责任编辑：徐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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